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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经历了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
tion，SDT）”的婚姻家庭模式的巨大变化[1]，非婚同居人口和离婚率均不断攀升，引起了学术界对二者

关系的关注和研究。

根据传统的婚姻搜寻及匹配理论[2]，婚姻匹配的关键在于信息，婚前同居所承担的“试婚”功能能

够降低婚配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可提高随后婚姻的稳定性。然而，针对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证研究

却得出了与理论推断近乎相反的结果，不同国家的大部分实证研究发现，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显著

负相关[3-5]。学者们试图对此进行解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论点被称为“自选择效应”理论，该理论具

有两大要点：一是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主要源于同居的自选择性，即具有某些特征

的个体更可能选择同居，而这些特征同时也与婚姻不稳定性相关；二是随着同居的蔓延，当越来越多

不同特征的个体进入同居后，同居的自选择性减弱，因自选择导致的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

系也随之降低。在欧美不同国家，“自选择效应”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甚至有多项研究认

为[4][6]，自选择及其变化可以完全解释所观察到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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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在时间上有所延迟，中国的婚姻家庭模式近年表现出了和欧美国家类似的变化态势。根

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数据，中国成年人中有同居经历的人口的比

重，在“50后”人群中尚不足3%，至“80后”已超过20%，且目前仍处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与此同时，

在历经多年攀升之后，中国社会目前的离婚率甚至已超过大部分西方国家。饶是如此，与针对西方国

家居民的如火如荼的研究相比，中国居民同居和婚姻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应有的关

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西方国家普遍发现的婚前同居和婚姻稳

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在中国存在吗？更进一步的，在西方国家具有极强解释力的“自选择效应”也可

用于中国情况的解释吗？

带着以上疑问，本文拟在同居快速蔓延的背景下，研究婚前同居与中国居民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

系，具体而言，我们主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1.中国居民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也是负向关系吗？

2.如果是，自选择效应可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吗？

3.随着婚前同居在中国不同世代出生群组的蔓延，自选择效应会减弱吗？

二、文献回顾

关于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目前主要有三个解释，分别被称为自选择效应，因

果关系①，以及测度问题②，其中自选择效应得到了最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自选择效应认为，选择同居的人往往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也与高婚姻不稳定性风险

有关，简言之，是同居者所具有的特征而非同居行为本身导致了同居者的婚姻不稳定性。不同研究显

示，同居者所“自带”特征通常包括低教育水平、不稳定的家庭背景[7]，低恪守婚姻承诺[8]，对离婚更容忍

的态度[4][8]等，此外，与直接婚姻（即婚前不同居的婚姻，下同）相比，间接婚姻（即婚前同居的婚姻，下

同）中的个体还在结合开始时的年龄，生育年龄，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先前同居的经历，避孕措施，以

及居住区域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已有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些因素和不同均与高婚姻不稳定性

风险相关[9][10]。

逻辑上看，如果自选择效应是同居导致婚姻不稳的主要原因，可以预期间接婚姻中更高的离婚风

险会随着婚前同居的日益普遍而逐渐减少。理由是，当婚前同居不常见时，“先同居后结婚”会“自选

择”一群有特定标签的人，这群人具有导致婚姻不稳定的特征。然而，随着同居的蔓延，当越来越多不

同特征的人开始选择同居时，同居的自选择性便不复存在，此时同居者将变成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

体，不再统一共享容易离婚的特征。于是，自选择效应消失，间接婚姻也将不再因之具有更高的不稳

定性③。事实上，基于最新的统计数据，欧美多个国家近期的研究的确发现，随着同居在一国越来越普

遍，婚前同居对随后离婚风险的影响大幅下降。甚至有研究认为，当同居成为大多数人通向婚姻过程

的标准阶段时（意味着同居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就像美国1990年代以后结婚的群体那样，婚前同居

和婚姻不稳定性之间便不再具有显著相关性[11]。

尽管在“同居和婚姻”的研究领域，目前已有大量关于自选择效应的实证检验，但通过对已有文献

① 该论点认为同居对婚姻稳定性具有因果影响，同居通过改变同居者的某些特征使得有同居经历的人更倾向于离婚。

② 该论点认为现有对婚姻稳定性的研究往往将婚礼作为婚姻持续期的开始，然而，同居者在结婚之前就已居住在一

起，这就低估了婚前同居夫妻共同居住关系的实际持续时间，而由于结婚初期婚姻稳定性与持续时间负相关，对有同

居经历夫妻共同生活时间的测度误差，会导致我们观察到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

③ 但是，随着婚前同居越来越盛行，当直接结婚的群体变为少数时，这部分群体也可能成为“自选择”群体，此时，那些

对婚姻有信心从而具有有利于婚姻稳定特征的群体选择直接结婚，在这种情况下，间接结婚者的婚姻稳定性整体仍不

如直接结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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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两点局限性，分别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取和自选择效应的

识别上。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目前有关同居的自选择效应的实证检验基本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而针

对西方国家居民的研究所得结论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首先，中西方具有相对不同的社会文化

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导致同居者不同的自选择性。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对同居、性和离

婚等行为持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相比之下，在中国文化中，婚前同居（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婚前性行

为）和离婚往往与更强的“污名”相联系，因而中国的同居者也往往比西方同居者面临更大的社会文化

压力，而这些压力显然会对其自选择性产生影响。其次，中西方同居的蔓延处于不同阶段，这也将影

响同居和婚姻之间关系的表现。根据同居的“社会扩散理论”[12]，在同居蔓延的不同阶段，同居和婚姻

也会呈现不同关系，至1990年代欧美国家开始直接收集个人同居信息时，同居早已蔓延开来，因此，

对欧美各国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是检验的同居蔓延之后二者的关系。相对而言，中国的同居目前尚处

于快速蔓延的过程中，其同居和婚姻稳定性的关系与同居蔓延后的欧美国家可能存在显著不同。

在自选择的识别上，大多数实证研究[11][13]的做法是，在回归方程中直接加入可能的自选择变量作

为解释变量，以此控制相应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这种直接回归方法虽然简单，但无法有效排除

“自选择偏误”——解释变量和干扰项的相关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因此所得估计系数也可能是

有偏的。除直接回归方法之外，另一种检验自选择效应的定量方法是利拉德（Lillard）等[4]所使用的模

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利拉德（Lillard）等利用计量经济学技术建立了婚前同居的内生性模型，并采

用非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了自选择效应的大小。除了需基于严格的假设条件外，利拉德（Lillard）模型还

对数据资料有很高的要求——需要使用详细的连续同居和连续婚姻数据，而这些局限性显然影响了

该模型的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对象的选

取上，本研究以中国作为研究区域，实证分析东方文化背景下中国居民的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

系，且得益于中国的同居在样本期尚处于快速扩散的过程中，本文同时也检验蔓延过程中同居和婚姻

稳定性关系的变化。二是在自选择的识别上，与以往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不同，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进行样本匹配，以此“剔除”自选择变量的影响，并通过比较匹配前样本和匹配后样本回归结果的

差异，从而“差出”自选择效应的大小。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①，并以2012年的调查数据作为

补充。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对受访者的婚姻、同居、教育等诸多主题均收集了详细的信息，2010年的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共包含33600个成人样本。由于解放前出生者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与解放后

出生者明显不同，因此我们仅分析解放后出生者的婚居行为。除此之外，在调查时，“90后”才刚跨入

法定结婚年龄，大多数人的婚姻稳定性状况尚未可知，因此我们的分析也不包括“90后”的样本。在剔

除解放前出生样本，1989年以后出生的样本以及数据缺失样本后，最终获得13136 人的分析样本，其

中包括男性6306人，女性6830人。

（一）变量的选择

实证检验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因变量为婚姻稳定性，主要涉及两个纬度，即婚姻状况

纬度和在婚时间纬度，前者以“初婚是否离婚”度量，后者以“初婚持续期”度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婚前

①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据我们所知，该调查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包含详细同居信

息的全国性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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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以初婚“是否婚前同居”度量。其中“初婚是否离婚”和“是否婚前同居”均为二分变量，“初婚持

续期”为以月表示的连续变量。鉴于中国不同世代出生的群体，婚前同居处于快速蔓延的过程中，我

们也将样本按出生世代分为“50后”、“60后”、“70后”和“80后”4个出生同期群①，以检验和分析随着同

居的蔓延，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关系的变化。表1为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全体样本以及分

出生世代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离婚率和初婚持续期均显示，50后的婚姻稳定性高于60后和70后；尽管70后和

60后的离婚率差不多，但70后的平均初婚持续期要显著低于60后，意味着70后的婚姻稳定性低于60
后；调查时80后的平均婚姻持续期仅为47.9月，但仍有1.7%的离婚率，这一离婚率高于70后同等婚

姻持续期时的离婚率，表明80后的婚姻稳定性低于70后。因此，整体而言，50后至80后，不同世代出

生群组的婚姻稳定性表现出明显降低的趋势。相对于婚姻稳定性，婚前同居则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

逐世代递增的趋势。样本期间，婚前同居比例从50后的2.8%增至80后的27.3%，且越年轻的群组，同

居者的比重越高。如果粗略的看，50后和60后的同居多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而70后和80后的同居

则都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于是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居民的同居出现了快速“起飞”，数

量上，从60后的4.9%增至70后的15.1%，增长超过两倍！总之，婚姻稳定性的降低和初婚同居比例的

急剧增加表明，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与西方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非常类似的的婚姻家庭领域的变革。

除上述变量外，参照已有研究[14][15]，我们也在分析中纳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分别为个体特征变

量，个体背景变量和宏观背景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民族、年龄、教育水平；个体背景变量包括迁

移状况和父亲的政治身份；宏观背景变量包括地区人均收入和省份虚拟变量。各控制变量简单的描

述如表2所示。

（二）研究方法

基于研究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检

验，同居蔓延过程中二者关系变化的考察，以及自选择效应的识别。

对于初婚在婚者而言，初婚仍在继续，此时计算的初婚持续期是典型的“截尾”数据，当有“截尾”

数据存在时，传统的 logistic回归方法不再适用，因此我们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后文简称Cox回归）进行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检验。Cox回归较广

泛的用于医学领域治疗效果的评估中，在本研究，Cox回归可将终点事件的出现与否（此处指是否离

婚）和出现终点事件所经历的时间（此处指初婚持续期）结合起来，以此评估婚姻失败的风险以及各影

响因素（此处主要关注是否婚前同居）的作用。

50后至80后，中国居民的婚前同居处于快速蔓延的过程中，因此我们通过将全体样本按出生世

①“50后”指出生于1950～1959年，“60后”指出生于1960～1969年，“70后”指出生于1970～1979年，“80后”指出生于

1980～1989年。

变量

初婚是否
离婚（%）

初婚持续期（月）

是否婚前
同居（%）

否（在婚）

是（离婚）

否

是

全体样本
N=13136

97.0
3.0

196.6
87.6
12.4

50后
N=1944

97.2
2.8

363.6
97.2
2.8

60后
N=4153

96.6
3.4

259.6
95.1
4.9

70后
N=4577

96.6
3.4

148.5
84.9
15.1

80后
N=2462

98.3
1.7
47.9
72.7
27.3

表1 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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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划为不同的子样本，并对各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以此考察随着同居的蔓延，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

性之间关系的变化。其基本逻辑为，如果自选择的“蔓延效应”确实存在，那么对于更年轻的出生世代

群组，伴随着婚前同居比例的增加，同居者的自选择性降低，因自选择而导致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

性的关系也将随之减弱，表现在不同出生世代子样本的Cox回归估计结果上就是，从50后至80后子

样本，“是否婚前同居”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性将降低。

自选择效应识别的基本思路是先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行样本

匹配，再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Cox回归，并观察和比较匹配前后“是否婚前同居”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变

化[16]，该变化即为自选择效应所引致。原因是，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可测变量（可能的自选择变

量）”进行样本匹配后，自选择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被“剔除”，此时，再对样本进行Cox回归，所得变

量系数即为排除自选择影响后“是否婚前同居”对婚姻稳定性的净效应，匹配前后估计结果的变化则

为自选择效应作用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

（一）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及其变化

在进行婚姻稳定性的分析时，以往大部分文献以婚姻满意度或离婚率作为婚姻稳定性的度量，但

基于婚姻满意度的度量方法没考虑“最不满意的婚姻已离婚”的“极端不满”情形，而基于离婚率的度

量则没考虑婚姻持续时间的影响。相对而言，本研究使用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兼顾了婚姻状况

和婚姻持续期，可更好的度量和分析婚姻稳定性。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h ( t ) = h0 ( t ) exp ( β1cohabitation + β2x2 + ⋯+ βnxn )
此处，h（t）为婚姻持续期 t处与解释变量相关的婚姻不稳定风险函数，h0（t）为基础风险函数，xi（i=

2，3，…，n）为一系列影响婚姻稳定性风险的控制变量，cohabitation即为我们所关注的“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值得注意的是，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不直接考察生存函数与协变量（影响因素）的关系，而是

以风险函数作为因变量，因此所得系数估计值表示为对风险影响的大小。表3为全体样本和各出生

世代子样本Cox回归的估计结果。

变量及类别

性别
（%）

民族
（%）

教育
水平
（%）

迁移
状况
（%）

男

女

汉族

少数民族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一直农村

一直城市

村城迁移

均值或百分比

48.0
52.0
92.5
7.5
18.3
21.5
36.0
15.3
8.9
51.8
15.6
32.7

变量及类别

年龄（岁）

父亲
政治

身份（%）

地区收入（log）

省份
（%）

是党员

非党员

不确定

小样本省份

辽宁

上海

河南

广东

甘肃

均值或百分比

39.8
13.6
63.7
22.7
10.1
51.2
9.2
8.4
11.8
8.7
10.7

表2 各控制变量的描述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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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以看出，在全样本的估计中，不同控制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与以往相关研究所得结

论类似[17]，具体表现为：相对于女性，男性有更高的婚姻不稳定性风险；年龄与婚姻不稳定性风险负相

关，印证了样本期离婚率增加的趋势；与一直在农村的人相比，一直在城市和村城迁移者均与更高的

婚姻不稳定性相关；不同民族、教育水平的个体，其婚姻稳定性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与居民的婚姻稳定性并无显著相关性，且中国居民的婚姻稳定性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相对而言，辽

宁的婚姻不稳定性高于其他省份，而广东的婚姻不稳定性则低于其他省份。与全样本估计结果相比，

分出生世代不同子样本的估计结果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比较稳健的控制变量仅为迁移状况，这表明

在不同世代，除一直生活在城市者比一直生活在农村者有更高的婚姻不稳定性外，各世代的婚姻稳定

性与相对不同的因素有关。

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初婚“是否婚前同居”。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西方大部分实证

研究中所得结论在中国背景下同样得到了验证[14]，即中国居民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也呈现

出负相关性。逻辑上，婚前同居可对婚姻稳定性产生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正向“试婚”作用与负向的

“自选择”效应，中国居民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至少说明了“自选择”效应在决定

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处于主导。

表3 全体样本和出生世代子样本的估计结果

变量

是否婚前同居（否）

性别（女）

民族（汉族）

年龄

地区收入

教育水平
（文盲
/半文盲）

迁移状况
（一直农村）

父亲党员身
份（是党员）

省份
（小样本

省份）

LR检验

Log likelihood

样本数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一直城市

村城迁移

非党员

不确定

辽宁

上海

河南

广东

甘肃

全体样本

0.300**（0.153）
0.357***（0.104）
0.275（0.190）

-0.062***（0.008）
0.068（0.069）
-0.066（0.195）
0.009（0.180）
0.095（0.205）
-0.070（0.236）
1.326***（0.155）
0.378***（0.139）
0.117（0.157）

0.495***（0.165）
0.622***（0.144）
0.143（0.185）
-0.321（0.205）
-0.579**（0.253）
0.103（0.205）

275.2
-3405.2
13119

50后

1.100**（0.496）
0.432（0.287）
-0.402（1.024）

-0.193***（0.060）
0.415**（0.185）
-0.783（0.581）
-0.784*（0.439）
-0.816*（0.484）
-0.138（0.584）
1.413***（0.435）
-0.221（0.457）
-0.218（0.358）
0.048（0.392）
0.383（0.400）
-0.196（0.392）
-0.157（0.630）
-0.256（0.637）
0.449（0.662）

66.2
-373.2
1943

60后

0.630**（0.287）
0.325*（0.175）
0.742**（0.298）
-0.041（0.033）
0.062（0.118）
0.293（0.361）
0.150（0.347）
0.305（0.380）
0.300（0.424）

1.595***（0.259）
0.477**（0.243）
-0.009（0.239）
0.161（0.259）
0.583**（0.236）
0.285（0.302）
-0.602（0.377）
-1.065**（0.523）
-0.240（0.392）

120.8
-1060.5
4150

70后

0.027（0.230）
0.353**（0.164）
0.107（0.295）

-0.057*（0.030）
-0.010（0.113）
-0.323（0.321）
0.130（0.284）
0.220（0.335）
-0.017（0.364）
1.087***（0.252）
0.413*（0.213）
0.378（0.286）

0.965***（0.292）
0.669***（0.233）
0.212（0.334）
-0.097（0.286）
-0.943**（0.473）
0.245（0.293）

83.8
-1234.4
4572

80后

0.156（0.361）
0.283（0.322）
-0.153（0.554）
-0.043（0.075）
-0.058（0.203）
0.423（0.590）
-0.012（0.597）
0.072（0.717）
-1.526（1.189）
1.040*（0.550）
0.532（0.380）
1.176（1.027）
1.440（1.044）
0.668（0.488）
-0.240（0.698）
-0.827（0.750）
0.790（0.499）
-0.101（0.606）

19.5
-283.0
2454

注：表中显示的为Cox回归风险系数的估计值，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变量名后的括号标识了基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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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上，同居之所以存在自选择性，

主要源于传统文化对婚前同居及与之相

关的婚前性行为的不认同。在大多数文

化传统中，婚前同居（以及与之相关的婚

前性行为）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且

总与一定的“污名”相关联，在这种情况

下，选择同居本身意味着对传统婚姻家庭

价值观的挑战，选择者因而一般也具有一

些反传统的特征和性格，而这些特征和性

格也通常与婚姻不稳定性相关，于是表现

为同居者也是婚姻不稳定者，同居和婚姻

稳定性之间呈现负相关性。与西方文化

相比，东方文化往往被认为更加封闭和保

守，因此也更难以接受婚前同居行为，这意味着中国同居者将面临比西方同居者更大的传统和文化压

力。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只有更反叛的“反传统者”才会选择婚前同居，同居的自选择性也就相对更

强，因自选择导致的中国居民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显著负相关系也就不足为怪。

随着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在全球的流行及蔓延[18]，以及性别角色价值和态度的变化[19]，尤其是西

方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性解放”运动的盛行，使得与同居及婚前性行为相伴的“污名”逐渐被

移除，推动了同居的快速增长。而同居的蔓延又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对同居的接受和认同，以至于在一

定程度上，随着同居比重的不断增加，同居甚至逐渐成为社会规范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在许多同居

盛行的西方国家所看到的——婚前同居成为了通往婚姻过程的一个标准阶段。此时，各种具有不同

特征的个体也开始大量加入同居者队伍，同居者不再特立独行，而变成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也不

再统一共享容易离婚的特征。这时，“自选择效应”消失，婚前同居也将不再因之与特别高婚姻不稳定

性相关。

同样，从表3各世代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同居在中国不同世代之间的蔓延，中国居

民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减弱。50后群体，婚前同居比例非常之低，仅为2.8%，

此时，选择同居面临极大的社会文化压力，同居者因而为高度自选择的群体，且自选择效应非常大。

具体在表3中，50后群体“是否婚前同居”变量系数的估计值非常大（为1.1），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表明相对于未同居直接结婚者，50后同居者的婚姻具有较高程度的不稳定性。

60后群体，婚前同居比重增至4.9%，伴随同居的蔓延，同居的自选择性减弱，同居的自选择效应

也随之降低，具体在表3中，60后群体“是否婚前同居”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也降为了0.63，且仍在5%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70后和80后群体，婚前同居比重继续加速增长至15.1%和27.3%，参照西方国家

的情况，这时同居在中国大陆已较为盛行，并逐渐被社会规范所接受，随着更多样化的个体进入同居，

同居的自选择性进一步减弱直至消失，此时同居的自选择效应也就不复存在。表3对70后和80后子

样本的估计也印证了这一变化，伴随着同居的盛行和自选择效应的消失，70后和80后群体“是否婚前

同居”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已变得不再显著。

如前文所提出的，样本中50后和60后的同居（或结婚）基本发生于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初期，

70后和80后则均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而从不同出生世代子样本的估计结果看，自选择效应仅使改

革开放前出生群组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具有负向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结果：

首先，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表现为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对外开放，也表现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

播和流行，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包括“性解放”和“婚前同居”——逐渐被社

样本

全体
样本

50后

60后

70后

80后

匹配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Pseudo-R2

0.156
0.000
0.044
0.009
0.054
0.003
0.097
0.000
0.054
0.002

LR统计量

1528.14
0.95
21.22
1.33
87.04
1.72

377.23
0.16

155.24
3.07

MeanBias

53.6
1.7
23.1
10.1
34.5
5.6
49.2
0.8
30.9
3.3

P值

0.000
0.917
0.000
0.857
0.000
0.786
0.000
0.997
0.000
0.547

表4 选择性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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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众所接受，结果是，相对于50后和60后的同居者，70后和80后的同居者慢慢不再被社会“另眼相

待”；其次，根据同居的扩散理论，从蔓延的速度看，开始时同居扩散的比较慢，同居在高度选择的个体

间传播（同群效应），但当同居者比例达到“临界数量”后，扩散过程会突然加快，同居会在不同群体间

广泛传播（跨群效应）[20]，从中国不同世代同居蔓延的速度我们不难推断，至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同居

者的比重已达到“临界数量”，此时，同居的增长突然加速，群体范围随之扩张。在社会对同居接受度

增加和同居者数量增长的共同作用下，同居群体越来越多样化，最终，改革开放后的同居者不再具有

选择性，自选择效应的影响消失，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不再具有负向关系。

（二）自选择效应的识别

那么，同居的自选择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呢？从模型估计的角

度看，表3的直接回归结果并不能排除选择性变量——对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均有影响的变量——对

系数估计值的影响。此处我们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样本匹配，再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估计，以

此排除选择性变量对估计系数的影响。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想是[21]，根据处理指示变量（初婚是否婚前同居）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初

婚婚前同居组）和控制组（初婚婚前未同居组），基于选择性变量，将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通过一定方

式进行匹配，在理想匹配的情况下，两组样本之间选择性变量纬度的差异被排除，此时，再对匹配后所

得样本进行估计，所得结果即可视为在排除选择性变量影响后的估计结果。

参照相关文献的已有研究[22]，所选取作为匹配标准的选择性变量包括年龄，地区收入、教育水平

以及迁移状况，这些选择性变量均既与婚姻稳定性相关，又直接影响人们的同居行为。使用1：1不放

回匹配，表4为不同样本匹配前后选择性变量的平衡性检验。从表4中可以看出，匹配前，婚前同居者

和婚前未同居者在年龄，地区收入、教育水平以及迁移状况上有显著差异，但当匹配完成后，二者在这

些变量纬度上的差异已变得不显著。

匹配完成后，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Cox回归，最终所得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①。在表5中，可能的

选择性变量（年龄，地区收入、教育水平以及迁移状况）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已被消除，此时，“是否婚前

同居”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视为该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净影响”。

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不同样本的估计中，“是否婚前同居”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均不显著，表明

在排除自选择效应的作用后，中国居民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事实

上，国外许多支持自选择效应的实证研究认为[4]，自选择效应几乎可以完全解释同居与婚姻不稳定之

间的关系。对照表3和表5的估计结果，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中国的50后和60后群组，其婚

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也基本可由自选择效应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70后和80后子样本的估计中，“是否婚前同居”变量系数估计值由正变负，且绝

① 限于篇幅，此处仅报告了“是否婚前同居”变量系数估计值。

变量

是否婚前同居（否）

LR检验

Log likelihood

样本数

全体样本

0.213（0.195）
52.3

-766.3
3235

50后

0.994（1.930）
29.8
-13.0
108

60后

0.416（0.440）
26.5

-122.6
406

70后

-0.125（0.271）
29.7

-336.5
1382

80后

-0.197（0.401）
14.6

-156.2
1339

表5 匹配后各样本“是否婚前同居”变量的估计结果

注：表中显示的为Cox回归风险系数的估计值，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变量名后的括号标识了基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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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逐渐增加（事实上，尽管仍不显著，但其显著性水平也在逐渐增加），似乎预示了婚前同居越来越

明显的“试婚”作用倾向。从自选择的逻辑来看，伴随着同居在更年轻群组中的继续蔓延，当婚前同居

成为社会规范或通往婚姻过程的标准阶段后，同居的“自选择性”会完全消失，这时同居者不仅不再享

有容易离婚的特征，还可无社会压力的轻松通过同居收集当前匹配质量的信息，此时，同居的“试婚”

作用便开始越来越明显的显现。

五、结 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2年的数据，首先通过全体样本的Cox回归实证检验了

中国居民初婚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然后将全体样本按出生世代分为不同子样本，并

验证了随着同居在不同世代群体中的蔓延，自选择性减弱，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变化；最后

基于选择性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样本匹配，并通过比较匹配前后Cox回归中“是否婚前同

居”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变化，以进行自选择效应的识别。针对文首提出的三个问题，本研究得出以下

结论：

1.整体而言，中国居民初婚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

2.随着不同出生世代同居的蔓延，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逐渐变小直至不显著。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结婚或同居的50后和60后群组，婚前同居者的比例很小，自选择效应较大，婚

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改革开放后结婚或同居的70后和80后群组，婚前同居者

的比例大大增加，自选择效应减弱，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不显著。

3.在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排除选择性变量的影响后，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均变得

不显著，因此从很大程度上看，自选择效应在解释中国居民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

中也处于主导地位。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随着同居的快速蔓延，同居已从一种特立独行的行为变成稀松平常的现

象，同居者身上所“自带”的独特标签也因此将不复存在。在同居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应逐

渐转变对同居者所持有的负面评价和看法，意识到同居在年轻群体的婚姻中可能越来越具有的积极

作用。如果我们赋予同居者更宽松的社会和舆论环境，使同居所具有的“试婚”作用得到有效的显现

和发挥，不仅不会对现有婚姻家庭体系造成太大伤害，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可能有利于婚姻的健康

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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